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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 “一带一路”建设司法实践，中国法院正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一支重要

且独特的力量。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路径包括审理涉外案件、分配全球司法治理权、确

定案件当事人权利义务和产生全球治理效果四个方面。由于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是一个长期实

践过程，所以有必要构建由资源供给、能力提升、法治互动、利益协调与多元保障等构成的可持

续实践创新体系，以及由参与实践、身份转型与国际法治等关联要素组成的互构性理论支撑模

式。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须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相关新理念，并将其贯彻于审理涉外案

件及提升自身的国际纠纷解决能力和增强与国际法互动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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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全球治理的概念被正式提出以来，① 由多元治理主体合作解决全球问题的
治理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成为国际社会解决全球问题的基本遵循。在此背景下，中国也开始了参

与全球治理的历程，迄今已经走过了２０多年。② 党的十八大之前，在中国对外战略中，全球治理
通常被视为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了 “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

“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２０１３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为完善全球治理体

系变革提供了中国思路和中国方案；③ ２０１７年，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近年来，中国全方位参与全球治理，尤其

在气候、海洋、极地、网络、外空等全球治理新领域的规则制定中更为积极进取，成绩显著。④

参与全球治理进程、推进全球治理变革，既是新时期党和国家战略决策的基本面向，也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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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新时代中国司法与国际法互动共

进的原理及运用研究”（１８ＢＦＸ２０５）的阶段性成果。
一般认为，全球治理概念的提出以 “全球治理委员会”于１９９５年发布 《天涯若比邻》（ＯｕｒＧｌｏｂａｌ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报告
为标志，本文以该时间作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起点。而在此之前，所谓的 “全球治理”更多的是国际治理，之后才是真

正的全球治理。国际治理主要强调由民族国家合作解决国家间问题，而全球治理则更重视由多元治理主体合作解决全球性

问题，参见庞中英：《“全球政府”：一种根本而有效的全球治理手段？》，载 《国际观察》２０１１年第６期，第１６—２３页。
也有学者认为，自新中国成立始，中国就参与了全球治理进程。参见刘宏松：《中国参与全球治理７０年：迈向新形
势下的再引领》，载 《国际观察》２０１９年第５期；何志鹏：《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共融互动———中国国际法实践７０
年回顾与展望》，载 《法商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等。
《习近平在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工作５周年座谈会上强调，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走深走实造福人民》，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８日，第１版。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中国国际法实践案例选编》，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４—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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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① 这其中，有关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的问题值得重视和研究。全球治

理的主要手段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管理与使用”，包括 “物质层面的资

金、物品”“制度层面的组织、机制、规范”和 “新的引领人类发展的理念与价值”等。② “法

者，天下之公器。”在全球治理背景下，各国法院开始真正成为 “天下”的 “公器”。各国法院

首先是其国内治理的重要力量，是 “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

业”等国内公共物品的有力供给者。③ 随着审理解决日益增多的国际纠纷，各国法院在全球治理

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国际社会对其维护国际秩序稳定、促进国际经济发展、增进国际公

共安全、发展国际法律规则、实现国际公平正义等制度层面与理念价值层面的国际公共物品的供

给需求也日益提升。④ 近年来，中国法院的涉外审判实践，尤其是涉 “一带一路”建设案件审判

实践表明，中国法院新兴的全球治理功能已经愈加突出。然而，在国内外关于全球治理研究

中，⑤ 只有极少数研究成果涉及国内法院参与全球治理问题，⑥ 这一研究现状与国内法院在全球

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存在明显落差。⑦

为此，本文试图以中国法院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涉外审判为基点，系统探讨中国法院

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围绕 “参与实践”的核心概念，首先说明中国法院参与

全球治理的基本情况；其次，以最高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最高法”）和上海与江苏 （以下简称

“沪苏”）两地高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高院”）的３８个涉 “一带一路”建设案件为例，重点

剖析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路径；最后，从可持续视角提出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创

新体系和理论支撑模式，从而系统考察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动力、目标与机制等问题。

一　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情况

作为 “一种立体的、全方位的、跨区域的全球陆地与海洋治理”，⑧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

参与全球治理实践的一个基础平台与战略支撑。近年来，中国法院主要依靠并运用该实践平台开

展了一系列全球治理实践。举其要者，有三个方面。

（一）出台涉 “一带一路”建设规范性文件

２０１５年６月和２０１９年１２月，最高法先后发布两个 《关于人民法院为 “一带一路”建设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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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文显：《推进全球治理变革，构建世界新秩序———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全球思维》，载 《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７年
第４期，第５页。
参见蔡拓：《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问题与新关切》，载 《学术界》２０１６年第９期，第９页。
参见倪寿明：《司法要切实服务于国家治理》，载 《人民司法》２０１４年第３期，第１页。
参见李强：《扩大法院 “朋友圈”服务开放新格局———人民法院全面开展国际司法交流与合作工作综述》，载 《人民

法院报》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０日，第７版。
有学者对国内全球治理的研究现状作了总结分析，指出目前国内学界对全球治理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全球治理的兴起、

内涵、构成要素、面临的困境和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等方面，还需在夯实基础概念、丰富研究方法、建构评价标准，

并在全球化语境下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等方面继续努力。参见刘亚男、王跃：《新世纪以来国内全球治理研

究述评———基于ＣＳＳＣＩ数据库的分析》，载 《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１５５—１６３页。
如克里斯托弗·怀托克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ＡＷｈｙｔｏｃｋ）、霍政欣等学者，其研究成果详见下文。
笔者在中国知网以 “全球治理”为篇名进行检索，可发现有５４０１篇中文文献，但以 “法院”并含 “全球治理”为

篇名进行检索，只发现２篇中文文献。检索时间为２０２１年２月５日。
何亚非：《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五洲传播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２０９页。



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司法意见》（以下合称 《司法意见》）。《司法意见》旨在加强中国法院的国

际司法职能，保障 “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实施，其字里行间充满了司法视角下的全球治理观

点与理念。例如，第一个 《司法意见》提及，“有效维护公平竞争、诚实守信、和谐共赢的区域

大合作环境”“营造公平公正的营商投资环境”“加强国际司法协助”“依法准确适用国际条约和

惯例”“适用国际公认的法律价值理念和法律原则”和 “积极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制定”等；① 第

二个 《司法意见》强调，“坚定支持多边主义”“依法服务金融领域开放”“依法保护绿色发展”

“主动将中国环境资源审判融入全球环境治理进程，维护环境利益和环境安全”“积极适用对我

国生效的国际条约，尊重国际惯例和国际商事规则”“加强国际司法合作，协调司法管辖权的行

使”等。② 可见，《司法意见》实际上也是中国法院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的 “宣言书”。

（二）审理涉 “一带一路”建设案件

随着 “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深入推进，中国法院解决涉 “一带一路”建设国际纠纷也日

渐增多，这是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的核心实践。在此，本文以最高法和沪苏两地高院发布的

３３个涉 “一带一路”建设的典型案件为例，③ 归纳了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的几个方面特点。

１案件涉及 “一带一路”建设国家众多，表明中国法院开展全球治理的受众较广。这３３个
案件分别涉及新加坡、德国、日本、塞拉利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阿联酋等

近２０个 “一带一路”建设沿线国家或共建国家。这些国家具有典型性，中国法院审理涉这些国

家的案件参与全球治理，具有较强示范意义。

２案件涉及经济、社会、文化与环境等广泛领域，表明中国法院开展全球治理的范围比较
全面。具体而言，这些案例涵盖股权转让合同、信用证、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国际货物运输、代

理、保险合同、商标权、外国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居间或经纪合同、保函、管辖

权异议、海洋污染损害赔偿、强制执行等常见的国际纠纷。

３案件大多数都属于国际商事纠纷，表明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更多是在经济领域。
４案件不仅涉 “一带一路”建设，还涉及自贸区、海洋强国、国际产能合作等重大国家战

略。这表明中国法院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全球治理，与推进重大国家战略紧密结合在一起。

５案件所涉案情一般都比较复杂，表明中国法院开展全球治理的难度较大。３３个案件中，
有１７个涉及二审，有６个涉及再审，两者之和占案件总数的三分之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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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 “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法发

〔２０１５〕９号，第４、６、７、１２段等。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为 “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

法发 〔２０１９〕２９号，第５、６、１１、１９段等。
２０１５年７月和２０１７年５月，最高法相继发布了两批共计１８个涉 “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江苏省与上海市的高

级法院也分别于２０１８年９月与１０月发布了１０个和８个涉 “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这３６个案例有３个存在重
复，所以实际上是３３个。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对这些案例进行具体介绍。这些案例的基本情况和相关案例在下文引注
内容，可分别查阅：（１） 《人民法院为 “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典型案例》，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ｕｒｔｇｏｖ
ｃｎ／ｚｉｘｕｎ－ｘｉａｎｇｑｉｎｇ－１４８９７ｈｔｍｌ；（２） 《第二批涉 “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ｚｉｘｕｎ－
ｘｉａｎｇｑｉｎｇ－４４７２２ｈｔｍｌ；（３） 《上海发布涉 “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ｃｐｉｔｏｒｇ／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Ｃｈａｎｎｅｌ＿
３５２９／２０１８／１０１２／１０７２０３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０７２０３５ｈｔｍ；（４）《江苏法院服务和保障 “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２５６５２３１５２＿１７０８１７。最后访问时间均为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０日。



（三）建立涉 “一带一路”建设专门法庭

２０１８年６月，最高法在深圳和西安相继设立了两个国际商事法庭 （以下合称 “国际商事法

庭”），旨在构建包含调解、仲裁、诉讼 “三位一体”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公正、高效、

便利地解决国际商事纠纷。作为 “中国法院服务和保障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司法创新”，国

际商事法庭的设立标志着中国法院 “促进 ‘一带一路’建设法治化进程、提升全球经济治理法

治化水平”迈上了新台阶。① 国际商事法庭主要审理重大第一审国际商事案件，自成立以来，已

在规则制定、机制创新、平台搭建、国际交流和案件审理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为参与全球治理

奠定了坚实基础。具体而言，在规则制定方面，出台法庭程序规则和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工作规

则等；在机制创新方面，建立国际商事案件管辖、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一站式”纠纷解决平

台、涉外商事诉讼证据、域外法律查明、裁判文书说理等创新机制；② 在平台搭建方面，推动形

成调解、仲裁、诉讼有效衔接的 “一站式”纠纷解决平台，并建立电子诉讼服务平台、审判流

程信息公开平台等诉讼服务平台；在国际交流方面，就成立国际商事法庭、组建国际商事专家委

员会和构建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等进行广泛对外交流；③ 在案件审理方面，截至２０２１年１月，
已经审结首批５个案件。④ 以上得见，在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实践中，国际商事法庭将扮演一
个关键角色，尤其对于提升全球经济治理法治化水平发挥重要作用，“有力促进我国做世界和平

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⑤

二　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路径

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主要通过审理涉外案件尤其是涉外商事案件，分配全球司法治理

权，进而确定案件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最终产生全球治理效果这一路径来实现。本文以上述３３
个案件以及国际商事法庭首批审结的５个案件，共计３８个涉 “一带一路”建设案件 （以下简称

“３８个案件”）为例，就这一实践路径进行分析说明。

（一）审理涉外案件

这是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的前提。在当前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进程，尤其是在

持续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大量涉外案件开始进入中国司法程序。它们可以分

为三类：其一是跨国监管案件，即国内法院通过适用本国反垄断法、证券法和环保法等监管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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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参见刘敬东：《国际商事法庭的时代意义与使命》，载 《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８年７月５日，第２版。
参见张勇健： 《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的实践与创新》，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官方网站，ｈｔｔｐ：／／
ｃｉｃｃ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ｈｔｍｌ／１／２１８／６２／１６４／８４４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５月２日。
参见刘庭梅：《国际商事法庭这一年》，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ｃｉｃｃ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ｈｔｍｌ／１／２１８／
１４９／１５６／１２７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５月２日。
《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国际商事法庭高效审结首批五件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官方网站，ｈｔｔｐ：／／
ｃｉｃｃ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ｈｔｍｌ／１／２１８／１４９／１５６／１５４５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１年２月７日。
参见黄进：《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成立仪式暨首届研讨会上的发

言》，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ｃｉｃｃ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ｈｔｍｌ／１／２１８／６２／１６４／１０５１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
间：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８日。



律以确定跨国主体权利义务的案件；其二是跨国公法案件，通常是私人与政府或政府官员间的跨

国诉讼；其三是跨国私法案件，即国际民商事案件。① 包括３８个案件在内的涉 “一带一路”建

设案件主要属于第三类案件。这类案件以调整私人间跨国民商事关系为主要对象，涵盖诸多领

域，产生管辖权确定、法律选择、外国法院判决或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国家主权豁免、平行

诉讼、不方便法院等诸多法律问题。中国法院审理这些案件是参与全球治理实践过程的第一步。

（二）分配全球司法治理权

分配全球司法治理权，是国内法院具有的两大全球治理功能中的管辖功能，② 也是中国法院

参与全球治理的基础。国内法院的全球司法治理权，是指其在审理国际民商事案件过程中具有的

分配司法管辖权、立法管辖权和执行管辖权等全球治理权的权力，是一国司法主权在全球治理中

的具体表现和必要延伸。中国法院审理国际民商事案件的过程，也是其分配全球司法治理权的过

程。具体而言，中国法院通过在中外国家之间、国内组织与国际组织之间以及国内外公私机构之

间，分别分配司法管辖权、立法管辖权和执行管辖权等全球治理权，③ 发挥和实现其在全球治理

中的管辖功能。

１中国法院在中外国家间分配三种管辖权
具体有三种情形。首先，司法管辖权在中外国家间的分配，即中国法院确定案件由何国法院

管辖。由于各国法院在国际民商事案件上存在平行管辖权，所以中国法院在确定案件管辖权时可

能需要解决管辖权异议、平行诉讼等问题。在３８个案件中，只有１个涉及管辖权异议问题，中
国法院依据案件事实将管辖权分配给了外国法院，④ 其余３７个案件都由中国法院直接确定自身对
案件的管辖权。其次，立法管辖权在中外国家间的分配，即中国法院确定案件适用何国法律。在

３８个案件中，中国法院主要适用了中国的海商法、商标法、保险法和合同法等，但在少数案件
中也适用了新加坡与美国等外国的法律。⑤ 中国法院对国内外法律的适用，实际上产生立法管辖

权在中国立法机关与新加坡、美国等国的立法机关之间分配的效果。最后，执行管辖权在中外国

家间的分配，即中国法院确定案件由何国法院承认与执行。由于３８个案件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涉
及国际司法协助环节，因此都由中国法院单独行使了执行管辖权，但有２个案件是中国法院承认
和执行了相关外国法院的判决。⑥ 这表明，中国认可这两个国家的直接治理权，同时，通过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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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ｅｅ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ＡＷｈｙｔｏｃｋ，“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Ｃｏｕｒｔｓ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２００９）８４Ｔｕｌａｎｅ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６７，ｐｐ９１－９６
Ｓｅｅ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ＡＷｈｙｔｏｃｋ，“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Ｃｏｕｒｔｓ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ｐ７６
参见霍政欣：《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国内法院》，载 《中国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３期，第２７１页。
参见 《维纳斯国际有限公司、卡拉坦国际有限公司等与扬州龙川钢管有限公司管辖裁定书》，（２０１７）苏民辖终１７２号。
该案所涉合同中有管辖条款，约定管辖法院是阿联酋法院。中国法院认为该法院系案涉借款合同的出借方公司住所地，

与争议有实际联系，而且该案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专属管辖，所以最后裁定该案应由阿联酋法院管辖。

参见 《大拇指环保科技集团 （福建）有限公司与中华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出资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４）民四终字第２０号；《蒂森克虏伯冶金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ＴｈｙｓｓｅｎＫｒｕｐｐＭｅｎｔａｌｌｕｒ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Ｇｍｂｈ）与中化
国际 （新加坡）有限公司 （Ｓｉｎｏｃｈｅ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ＰｔｅＬｔｄ）其他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３）
民四终字第３５号。
参见 《弗里古波尔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甬昌工贸实业公司等民事裁定书》，（２０１３）浙甬民确字第１号；《Ｋｏｌｍａｒ
ＧｒｏｕｐＡＧ与江苏省纺织工业 （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民事判决、裁定特别程序民事裁定

书》，（２０１６）苏０１协外认３号。在这两个案件中，中国法院分别根据中国和波兰间的 《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的

协定》以及中国与新加坡间的互惠关系，承认与执行了这两个国家法院的民商事判决。



与执行判决实现中国的间接治理权。

２中国法院在国内、国际组织间分配三种管辖权
具体也是三种情形。３８个案件都没有涉及司法管辖权和执行管辖权在国内与国际组织间分

配这两种情形。第三种情形是立法管辖权在国内、国际组织间分配。在几个案件中，中国法院适

用了国际条约，例如，国际海事组织的 《国际海运固体散装货物规则》与 《１９９２年国际油污损
害民事责任公约》、国际民航组织的 《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蒙特利尔公约》）

等，① 从而将立法管辖权分配给这些国际机构。

３中国法院在中国政府机关②与国际非政府组织间，即国内外公私机构间分配三种管
辖权

具体也有三种情形。第一，司法管辖权的分配。实践中，中国法院通过是否承认国际商事仲

裁协议，在中国法院与国际仲裁机构间进行司法管辖权的分配。在３８个案件中，这样的案件有５
个。③ 第二，立法管辖权的分配。中国法院在有些案件中通过适用国际商会等国际非政府组织制

定的相关国际规则与贸易惯例等，在中国立法机构与国际非政府组织间分配立法管辖权。④ 第

三，执行管辖权的分配。中国法院通过是否承认与执行相关外国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实现执行

管辖权在中国法院与这些国家国际商事仲裁机构间的分配。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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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 《徐州天业金属资源有限公司、圣克莱蒙特航运股份公司等与圣克莱蒙特航运股份公司、东京产业株式会社

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２０１５）民申字第１８９６号；《朗力 （武汉）注塑系统

有限公司与天地国际运输代理 （中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天地国际运输代理 （中国）有限公司航空货物运

输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２）鄂武汉中民商外初字第０００１２号；《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与昂迪玛海运有
限公司、博利塔尼亚汽船保险协会海上、通海水域污染损害责任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２０１５）民申字第
１６３７号。
政府机关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政府是指行使国家权力的所有机关，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狭义的政府

是指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即国家行政机关。本文采广义的概念。

参见 《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英威达技术有限公司等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民事裁定书》，（２０１２）浙甬仲确字第
４号；《亚洲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东莞信泰光学有限公司等与富士胶片株式会社等加工合同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９）最高法商初２号；《运裕有限公司、深圳市中苑城商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民事裁定书》
（２０１９）最高法民特１号； 《新劲企业公司、深圳市中苑城商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民事裁定
书》，（２０１９）最高法民特２号；《北京港中旅维景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深圳维景京华酒店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
协议效力民事裁定书》，（２０１９）最高法民特３号。
参见 《新加坡星展银行、无锡湖美热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信用证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７）最高法民终３２７号；
《江苏太湖锅炉股份有限公司与卡拉卡托工程有限公司二审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３）苏商外终字第０００６号；《现代重工
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保证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６）浙民终１５７号；《攀山滕
国际 （香港）有限公司 ［ＢＩ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Ｋ）Ｌｉｍｉｔｅｄ］与青岛泰发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青岛泰发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５）民四终字第３７号。在这些案件中，中国法院分别适用了国际商会的
《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ＵＣＰ６００）、《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和 《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２０００》，因此就立法管辖
权在中国立法机关与国际商会两个公私机构间进行了分配。

参见 《西门子国际贸易 （上海）有限公司诉上海黄金置地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一审民事裁定

书》，（２０１３）沪一中民认 （外仲）字第２号；《联合轧花埃及棉出口公司与无锡市天然绿色纤维科技有限公司执行
裁定书》，（２０１７）苏０２执３７号；参见 《来宝资源国际私人有限公司 （Ｎｏｂｌ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ｔｅＬｔｄ）诉上海
信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一审民事裁定书》，（２０１６）沪０１协外认１号。在前两个案
件中，中国法院依据 《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分别承认并执行了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埃

及亚历山大棉花出口商协会的仲裁裁决。在后一案件中，中国法院依据 《纽约公约》，通过拒绝承认与执行新加坡国

际仲裁中心的裁决，否定了该中心对该案的执行管辖权。



（三）确定案件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国内法院在跨国案件中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是国内法院在全球治理中的另一个功能———

实体功能，① 也是参与全球治理的关键。由于 “一带一路”建设案件涉及诸多国际民商事领域，

所以中国法院所确定的当事人权利义务，必然因所涉国际民商事领域和具体案情不同而大相径

庭。以３８个案件中涉及３个不同领域的案件为例：在 “大拇指环保科技案”中，最高法确定了

环保科技公司作为股东对大拇指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选择权以及后者对前者决议的执行义务；在

“上海蝉联案”中，最高法确认了马士基公司作为承运人享有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赔偿请求权以

及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该权利的义务；在 “广东本草案”中，国际商事法庭确认了广东

本草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销售者履行了召回义务，因而享有向作为生产者的贝斯迪大药厂寻求

救济的权利，并由后者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四）产生全球治理效果

这是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的核心。中国法院审理跨国案件不仅对案件当事人有直接影响，

而且可跨越国界对其他跨国行为体、全球经济福利、其他全球治理机制与机构产生间接影响。

１对跨国行为体的影响
中国法院对跨国案件作出判决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其影响不仅具有直接性、特定性、回

溯性，对该案所涉特定跨国行为体产生直接约束力，而且还具有间接性、一般性和预期性，该案

件将向所有跨国行为体发出该法院在未来类似情况下也将作出类似判决的强烈信号，从而对所有

跨国行为体的行为产生间接影响，也包括对跨国行为体选择法院和选择法律的影响。② 跨国行为

体可根据该法院先前对司法、立法和执行等管辖权的分配情况，包括是否行使司法管辖权、如何

适用法律等，预判在该法院提起诉讼是否对自己有利。

２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中国法院审理跨国案件，可保障国际贸易、投资、金融、航运等重大国际经济活动的有序进

行，促进国际商事争议的妥善解决。例如，在 “建行广州荔湾支行案”中，最高法通过完善跟

单信用证交易与保障制度，使信用证有效发挥了保障国际贸易安全与资金融通的重要功能；在

“万嘉融资案”和 “山东华立案”中，最高法和广东高院分别通过合理保护居间者的报酬请求权

和维护合资企业投资者权益，有力维护了国际投资秩序；在 “江苏太湖案”和 “现代重工案”

中，江苏高院和浙江高院分别通过严格把握保函欺诈标准和依约适用 《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

（ＵＲＤＧ７５８），有力保障和维护了保函交易秩序和国际金融秩序；在 “徐州天业案”“哈池曼案”

和 “武汉朗力案”中，最高法和武汉中院分别通过合理填补 《国际海运固体散装货物规则》空

白、完善海上货损赔偿额计算规则和明晰国际航空运输纠纷裁判规则，有效规范了国际海上运输

和航空运输秩序；在 “运裕案”“亚洲光学案”“西门子案”和 “联合轧花案”中，国际商事法

庭、上海一中院和无锡中院分别通过确认仲裁条款有效和正确认识中外仲裁法律差异，准确承认

或执行了外国仲裁裁决，使国际商事争议得以顺利解决。这些做法促进国际贸易、投资、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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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等重大国际经济活动有序进行和国际商事争议妥善解决，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３对其他全球治理机制与机构，如国际法、国际仲裁机构和跨国企业的全球治理效能的
影响

中国法院在跨国案件中是否及如何解释与适用国际条约与国际惯例，是否承认与执行国际仲

裁机构的裁决等，将会对国际条约、国际惯例与国际仲裁裁决所属国际机构的全球治理效能产生

影响。例如，在 “运裕案”“亚洲光学案”“西门子案”和 “联合轧花案”中，中国法院确认相

关仲裁条款有效，分别承认或执行了中国、日本、新加坡、埃及等国家的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

有利于提升这些仲裁机构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在 “蒂森克虏伯案” “大连海洋与渔业局案”

“现代重工案”和 “新加坡星展案”中，中国法院准确解释、适用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

约》《１９９２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和 《跟单托收统一规则》

（ＵＲＣ５２２）等国际条约或惯例中的具体规则，增强了这些国际条约与惯例及其所属国际组织在
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此外，中国法院审理跨国案件还可能对跨国公司产生治理效果。在 “天长佳华案” “马奇

案”中，中国法院依法认定保护了跨国企业的驰名商标，在 “大拇指环保科技案”有力保障了

跨国企业股东选择管理者的权利，在 “山东华立案”中有效避免了跨国公司资本被随意抽回。

这些举措维护了中外投资者合资关系的稳定，平等保护了跨国企业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发挥其在

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三　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的特点与评估

在明确了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的具体方式与过程之后，有必要对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的

特点进行简要归纳，并从理论上予以具体评估。

（一）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的特点

根据对上述涉 “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具有

以下几个方面特点：

其一，就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的对象而言，在３８个案件中，中国法院开展全球治理涉及
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等领域，其中尤以经济治理为主。

其二，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全球司法治理权的分配，二是当事

人权利义务的确定。前者实际上是由谁来治理的问题，包括由谁的司法机构、谁的立法机构和谁

的执行机构来治理；后者是谁承受哪些权利义务的问题，具体由中国法院对案件当事人权利义务

进行分配来解决。

其三，中国法院所具备的国际司法职能是其开展跨国司法治理的基础和起点。目前，作为国

际司法职能 “核心意义”的两个方面，即国际纠纷解决与国际法的适用、解释与发展，已成为

各种司法机构的 “普遍共识”。① 这两项核心职能也是中国法院开展全球治理的两种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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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纠纷解决主要通过对涉外案件的司法管辖、民商事审判、海事海商审判、知识产权的司法保

护、涉外仲裁的司法审查、国际司法协助、外国法的查明和适用等具体方式实现；解释、适用与

发展国际法则主要通过解释与适用国际条约与国际习惯、积累与形成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

填补国际法规则空白等具体方式实现。①

其四，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的效果可从个案与整体两个维度观察。就个案而言，中国法院

的治理效果因案件不同而对跨国行为体、全球经济和国际组织等有所差异。就整体而言，中国法

院所开展的跨国司法治理，可实现法律效果、经济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等有机统一。进言

之，中国法院开展跨国司法治理所产生的各方面效果的有机统一，反过来又可以推动中国法院国

际司法职能的提升，增强中国司法的国际公信力与影响力，提升中国法院的国际规则制定能力与

国际话语权等软实力。

（二）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的评估

基于上述对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特点的分析，本文作出如下评估。

１中国法院开始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一支重要且独特的力量
中国法院在涉外审判实践中，主要就涉外商事案件所涉各领域开展跨国司法治理，并产生重

要的全球治理效果。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的对象、内容、路径与效果等，都有其独特性，这是

行政机关等其他治理机构所不能替代的。当前，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更多在经济领域，与当下

中国 “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作用突出，地位显赫”的现状是匹配的。② 鉴此，中国法院对全球经济

治理的参与，是中国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整体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２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是开展 “整体性治理”的一部分

“全球治理在很大意义上因应国家治理的外部性而生。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在当今时代互动

互融，相互贯通，已经形成一种 ‘整体性治理’”。③ 一方面，中国法院 “作为国家治理多元主体

的重要一员”，具有 “强化解决 （国内）纠纷的基本功能”。④ 另一方面，为因应全球治理中解

决国际纠纷的现实需要，中国法院开展涉外审判实践。通过定分止争这一基本功能，中国法院将

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有机结合、互融互通，实现 “整体性治理”。

３中国法院已初步形成与国际法的良性互动关系
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离不开国际法，“全球治理和国际法治的基础就是国际法”。⑤ 在３８

个案件中，大多数案件都涉及国际法，包括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等，中国法院在这些案件中通过

解释、适用、补充和发展相关国际法规则，与国际法的良性互动关系已初步形成。这种良性互动

关系的核心是法治，在此基础上中国法院才能卓有成效地开展全球治理。

４中国法院是全球治理中的 “配角”，表现为从属性、被动性和滞后性

受两方面因素制约，中国法院只能是全球治理的 “配角”。其一，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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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从属于中国全球治理的整体性实践；其二，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的前提是审理涉外案

件，但其非因当事人请求不得主动行使管辖权，因此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存在固有的被动性和

滞后性。这一点与中国行政机关不同，后者参与全球治理具有主体性、主动性和即时性。

５中国法院需更多接受全球主义理念
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的主导理念是国家主义，这是全球治理中 “尊重国家的基础性地位，

维护合理的国家利益”的必然要求。① 但是，“中国政府自改革开放以来调整了自己与国际体系

的关系，越来越重视人类的共同利益，使自己成为国际社会的 ‘利益攸关者’”。② 从３８个案件
看，中国法院已经开始突破国家主义的藩篱，接受全球主义理念，在排他的司法主权和包容的多

边合作之间进行协调，追求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统一。

６中国法院需提升国际司法职能
国际司法职能是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基础和逻辑起点。最高法专门出台 《司法意见》，对中

国法院提高审理涉外案件和解释、适用与发展国际法规则的能力提出了明确要求和具体规划。与

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一样，中国法院提升国际司法职能将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实践过

程。这个过程也将是中国法院开展自主性学习的实践过程，即中国法院不仅相互间进行学习，而

且也将学习其他国家法院的有益经验。

四　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创新体系

上述评估得见，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既有其历史必然性，又有其现实必要性，既显示了优

势，又暴露了不足。鉴于这将是一个长期实践过程，所以有必要从可持续视角，构建一个由资源

供给、能力提升、法治互动、利益平衡与多元保障等子体系组成的 “五位一体”的实践创新

体系。

（一）全球治理资源的可持续供给体系

这是构建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实践创新体系的前提条件。中国法院主要通过审理涉外案件

开展全球治理，因此涉外案件是中国法院主要的全球治理资源。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推动形

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并且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下，中国正以 “一带一路”建设作为

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抓手，推动和引领新一轮全球化进程。③ 在此背景下，中国将更深度

地融入国际社会，中国经济也将更深度地融入世界经济。伴随这一趋势，中国法院受理与审理的

涉外案件势必会越来越多，所涉领域也将越来越广，从而形成中国法院在全球治理资源方面的可

持续供给体系。籍此，中国法院将越来越深度和全面地参与全球治理，并且由经济领域向政治、

社会、安全、文化、生态等其他众多领域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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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法院解决国际纠纷能力的持续提升体系

这是构建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实践创新体系的根本途径。解决国际纠纷既是中国法院的核

心国际司法职能之一，又是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路径。当前，“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

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符合世界各国的普遍需求”。① 有鉴于此，中国法院解决国际纠

纷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也应是中国法院持续提升国际纠纷解决能力，尤其是更加公正高效审理

涉外案件的过程。

中国法院提升国际纠纷解决能力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指导思想、司法理念和具

体制度等方面。关于具体制度问题，国内学者已多有论述，② 这里主要探讨指导思想与司法理

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

理的方向发展。”③ 在中国法院通过解决国际纠纷参与全球治理的具体司法实践中，也需要确立

并运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相关司法理念。

这至少包含三方面要求。第一，世界各国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荣辱与共，因此各国应讲信

修睦，求同存异，和平解决争议，共建和谐美好的地球家园。基于此，中国法院应秉持 “平等公

正”和 “开放多元”的司法理念，公正高效地审理涉外案件，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支持发展调解、仲裁等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第二，为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挑战，世界各国需

要齐心协力，开展全球性协作。就中国法院而言，就是要秉持 “合作共赢”的司法理念，不断

深化同世界各国的司法交流合作，为此应筑牢司法合作基础、完善司法合作机制、拓展司法合作

领域。④ 第三，世界各国不是一个个自我封闭的 “孤岛”，而是共同居住在一栋 “全球公寓”之

中，因此各国利益既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又相互渗透、相互成全。基于此，中国法院在解决国

际纠纷时，不能仅考虑本国利益，还须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为此，中国

法院应秉持 “多边主义”与 “平等主义”的司法理念，在司法实践中，“坚定支持多边主义……

大力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加强国际司法合作，

协调司法管辖权的行使”“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利”等。⑤

（三）中国法院与国际法的持续互动体系

这是构建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实践创新体系的核心举措。国内法院与国际法的互动非常重

要，“内国司法机关是国际规则的实施者，同时，内国司法机关所奉行的法治精神和司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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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肖永平：《提升中国司法的国际公信力：共建 “一带一路”的抓手》，载 《武大国际法评论》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
６—１４页；何其生：《大国司法理念与中国国际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载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５期，第１２３—
１４６页；刘敬东：《大国司法：中国国际民事诉讼制度之重构》，载 《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７期，第１０—１６页，等等。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２１７页。
《周强出席第十三次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最高法院院长会议开幕式致辞表示：深化司法交流合作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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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时间：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８日。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 “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法发

〔２０１５〕９号，第７段；《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为 “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法发 〔２０１９〕
２９号，第１９段。



所运用的法律原则和作出的司法裁判，也是国际规则诞生、发展和演变所不可或缺的法律渊

源”。① 对３８个案件的分析表明，解释、适用与发展国际法正日益成为中国法院的核心国际司法
职能，国际法业已成为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依靠，中国法院与国际法之间以法治为基础

的良性互动关系已经初步形成。

鉴此，有必要构建一个中国法院与国际法的持续互动体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是新时代中国国际法观的核心理念，是中国对国际法发展的重要理论贡献”。② 因此，构建中国

法院与国际法的持续互动体系，其前提和基础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下，中国法院树立

并强化上述 “平等公正”“合作共赢”与 “开放多元”等司法理念，对国际法始终抱持一种学

习、吸收、反思、创新和融入的态度。中国法院在其涉外审判实践中，既需要积极对国际法规则

进行解释、适用、补充、创设、淘汰或纠正，又需要积极利用国际法推进自身的司法进步和国际

话语权的提升。因此，更准确地说，中国法院与国际法之间的持续互动关系，也包含了二者的持

续共进关系。

构建中国法院与国际法持续互动体系的关键是规划好二者互动的路径和方式。在涉外审判实

践中，对中国法院产生重大影响的国际法事项，除了上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相关司法理念

外，还包括国际法原则、规则与方法和国际司法交流合作等，这些都是中国法院与国际法开展互

动的路径和方式。具体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１主权平等、国际合作和保护人权等国际法原则，都是中国法院应当遵守的。国际法规则
具体包括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等。中国法院主要采用准确解释与适用、创造性解释和发展、填补

规则空白和淘汰不合理规则等方式与国际条约开展互动。从３８个案件观之，中国法院在准确解
释与适用条约规则、填补某些条约空白等方面已有不少成功实践，但在创造性解释与发展条约规

则和淘汰某些不合理条约规则等方面则严重不足，因此这是今后与国际条约加强互动的主要方

向。对于与国际习惯的互动，由于国际习惯的形成方式主要通过国家实践的积累、传播和接受，

而国家实践包括一国内部的立法、司法与执法等实践，这其中，“国内司法判决，尤其是那些涉

及或适用国际法规则的国内判决，构成国家实践的组成部分，是国际习惯规则形成与发展的重要

证据”。③ 所以，中国法院除了适用现有国际习惯之外，还可以通过加强涉外审判实践、积累和

传播相关中国司法判决的方式来创设、发展国际习惯。

２国际司法对话是国际司法交流的一项核心内容，也是一国法院 “公开地” “有意识地”

参与其他法院间就 “（案件）实体和方法论中共同问题”开展的讨论，籍此不仅 “提升本国法院

判决的质量”，而且可以 “促进新生的全球法理”。④ 国际司法对话的基本工具是 “比较法 （首

先是比较宪法）和国际法”，其最佳方式是法院间的信息交换，主要是法院间 “传递司法推理过

程与结果”，⑤ 其中，援引域外法院判例是最常见的形式之一。目前，国际司法对话已经成为一

种相当普遍的现象。构建中国法院与国际法的持续互动体系，也需要中国法院参与国际司法对

·２９·

《国际法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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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通过学习借鉴外国法院在国际法解释、适用与发展和涉外案件审判等方面的有益经验，提升

自身国际司法职能和涉外案件的审判质量，进而提升自身判决在域外的影响力。由此，中国司法

的国际公信力、影响力和话语权将得到提升。与此同时，中外法院就国际法解释、适用与发展以

及案件推理过程等开展互学互鉴，有助于全球治理所依据的国际法在全球范围适用的统一性、稳

定性和可预见性，减少全球治理的 “碎片化”现象。

（四）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持续协调体系

这是构建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实践创新体系的关键环节。如上所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

想指导下，中国法院已开始接受全球主义理念，就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进行协调。受司法主权和

国家利益的驱动，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采取国家主义理念和单边主义立场有其现实合理性。但

在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时代，全球主义已经凸显其历史必然性。① 因此，从可持续视角审视，中国

法院参与全球治理，协调好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至关重要，为此需构建一个二者的持续协调

体系。

具体而言，构建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持续协调体系，中国法院既不能抛弃国家主义，又不

能否定全球主义，而是应采取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一方面，在审理涉外案件参与全球治

理过程中，中国法院在管辖权行使、法律适用、诉讼程序和司法协助等方面仍然要坚持司法主

权。例如，为满足加强中国法律的域外适用以更好维护国家利益的现实需求，可以适当加强中国

法院在域外适用中的作用，适度进行中国法的域外适用。②

另一方面，中国法院有时需要更多地从全球视野、多边视角处理案件所涉的各种问题。其

一，在司法管辖权、立法管辖权和执行管辖权的分配上，中国法院可更多地从单边主义转向多边

主义，只要外国、政府间国际组织或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有合理的管辖权基础，中国法院可积极考

虑由其实施管辖权。其二，在案件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确定上，中国法院可更多地从单一的、国内

的视野转向整体的、全球的视野，认同人类利益、责任和命运的共同性，从而严格公正司法，平

等保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国际交易秩序，促进国际经贸投资和国际交流的有序开展，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前行。其三，在法律适用上，中国法院应依法支持案件

当事人选择的准据法，尽量查明和准确适用外国法；依法准确适用国际条约与惯例，保障国际条

约与惯例适用的统一性、稳定性与可预见性。其四，在推动国际法发展上，中国法院可改变以往

在国际规则创设上相对消极的态度，通过条约解释与适用、案件积累与传播等方式填补现有国际

规则的空白、创设新的国际规则，从而促进国际法的发展。

（五）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的持续保障体系

这是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实践创新体系的必要保证。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还需要一个

能够提供持续性支持的保障体系，否则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将难以持续，参与质量也难以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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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路径与可持续策略

①

②

参见张胜军、郑晓雯：《从国家主义到全球主义：北极治理的理论焦点与实践路径探析》，载 《国际论坛》２０１９年第
４期，第１０页。
参见廖诗评：《中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现状、问题与完善》，载 《中国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６期，第３６页。



１加强理论研究，为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扎实的理论支持
当前，国内学界已有不少有关 “一带一路”建设的司法保障、中国法院推进与国际法关系和

中国国际民事诉讼制度发展等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都是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课题的组成部分。

因此，国内学界可以从全球治理的视角，就上述问题进行更系统的研究，为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

的指导思想、参与模式、参与途径、机制构建等方面提供理论依据。发达国家的法院在数百年的涉

外案件审判实践中，对开展国际治理与全球治理已经形成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很值得研究。

２加强人才培养，为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提供高端法律人才支持
“参与全球治理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中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悉运

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① 据此，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需要的

是集跨学科、全球化、高水平等素质于一身的法律专业复合型人才。但目前，这种类型的高端人

才仍然属于稀缺资源，鉴于此，对这种高端法律人才，需完善培养体系，改进培养方式，提高培

养质量。例如，审理涉 “一带一路”建设案件是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抓手与实践平台，

因此应高度重视 “一带一路”建设法治人才的培养。一方面，应建立和完善包括高校、智库、

国际组织等在内的人才培养体系。其中，高校是人才培养的基础阵地，智库和国际组织则是人才

历练的重要场所，既可提升 “一带一路”建设法治人才的国际化视野，又可增加其处理全球事

务的实践经验。② 另一方面，培养 “一带一路”建设法治人才需要加强实践教学环节。为此，可

促进以实务为导向的跨国实习机制建设，甚至可以尝试和海外律师事务所合建跨国实训单位，通

过留学、交流的方式来感受 “一带一路”建设沿线各国的法律特点，领会当地人文风貌、积累

跨国法务工作实践经验。③ 通过这种方式培养的 “一带一路”建设法治人才，既是具有鲜明特色

与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的高级法治人才，又是拥有全球视野和较强实践能力的全球治理人才。

３拓展国际司法交流与宣传，为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域外经验与国际认同支持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司法也在全球化。各国法院不仅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纠纷的解决，

而且在涉及国内法和国际法的跨国案件中开展以思想交流与合作为主要形式的复杂多样的司法互

动。④ 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国际司法交流活动，中国法院既可以学习借鉴域外法院的先进做法和

经验，又可以把自身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传播给域外法院，提升自身的国际司法能力以及国际

认同度、影响力与话语权，并与域外法院一道共同推动全球治理的法治化进程。

鉴于此，中国法院在继续全面开展国际司法交流扩大 “朋友圈”的基础上，⑤ 首先，可分别

着重加强与美、英、法、俄等一些大国和 “一带一路”建设沿线各国的司法交流合作，增进中

外各国的法治认同，从而在大国间以及 “一带一路”建设沿线国家间就全球治理更好地进行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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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加强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９
日，第１版。
参见吴志成、王慧婷：《全球治理能力建设的中国实践》，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年第７期，第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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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各级法院积极配合外交大局，全面开展国际司法交流，最高人民法院与１４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高司
法机关及１８个国际组织、区域性组织建立了友好交往关系，与３６个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和２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
议，加强与联合国国际法院、各国最高法院及世界贸易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银行等重要国际组织的交流

合作，中国法院 “朋友圈”越来越大。参见李强：《扩大法院 “朋友圈”服务开放新格局———人民法院全面开展国

际司法交流与合作工作综述》，载 《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０日，第７版。



调与协作。其次，为提升中国司法的国际认同度与影响力，中国法院还可以拓展国际司法交流的

宣传机制，尤其是应建立一种运转顺畅的长效传播机制，包括定期发布典型案例的信息沟通机

制、向有关主管部门推荐合适的法官人选委派到相关国际司法机构及国际组织的资源支持机制，

以及基于国家大局需求利用相关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宣示中国立场的需求响应机制等。① 最后，为

推进国际商事法庭能力的提升，可 “探索建立与域外国际商事法庭的案例交换分享机制、法律

适用交流机制、法官培养合作机制……不断提升准确适用国际商事规则、运用司法审判参与国际

商事规则制定的能力”。②

４支持发展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多元纠纷解决方式支持
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国际纠纷是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途径。除此之外，调解、仲裁等

非诉讼方式在国际纠纷解决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为保障中国法院依法及时化解相关国际

纠纷和有效开展全球治理，有必要支持发展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例如最高法设立国际商事法

庭，就是试图通过构建包含调解、仲裁、诉讼 “三位一体”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为中国

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全球司法治理提供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的支持。

五　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支撑模式

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是一个长期实践过程，不仅需要搭建一个 “五位一体”的实践创新

体系，还需要构建一个能够引领可持续参与实践的理论支撑模式。该理论支撑模式由三个相互关

联的要素构成：参与实践、身份转型和国际法治。

（一）参与实践

参与全球治理是中国法院的一种自主性、互动性、合作性和演化性实践。

１自主性实践
中国法院是在中国日益广泛深入参与全球治理的背景下，为因应对外政策和全球治理的需

求，自主选择并能动地参与全球治理实践。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并没有受到域外法院或国际

组织等势力的说教或指导，更没有受到其强迫或控制，而是一开始就是中国法院的自主性选择实

践。当然，在司法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法院通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与域外法院开展互学互鉴，

但这种互学互鉴仍然是中国法院的自主选择。

２互动性实践
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与国际社会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相互协调，因此这种参与实践不

是单向活动，而是双向互动。中国法院对国际法进行解释、适用和发展，国际法反过来又会促进

中国法院国际司法职能和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的提升。

３合作性实践
中国法院对全球治理的参与，从一开始就是合作性参与，以接受现有国际秩序、国际制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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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规则为基础，以融入国际社会和全球治理体系为目标。这其中，融入全球法律共同体是一个

重要目标。全球法律共同体是 “为开展交流与合作逐步发展起来的、自成一体的共同规则体

系”，① 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必然要在接受并适用全球共同规则体系的前提下，逐步融入并

创新完善全球法律共同体。正是由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合作性，使中国法院能够与国际社会开

展良性互动。

４演化性实践
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作为实践者的中国法院及其参与全球治理的

实践活动与实践过程，都是发展变化的，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实践的互动性与合作性也在这一

动态过程中。

（二）身份转型

中国法院在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中，实现了相对于国际社会身份的重要转型，即从一个主要

解决国内纠纷的国内治理者转化为一个重要的解决国际纠纷的全球治理者，这一转化过程是一个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

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这一阶段，中国法院的职责是 “围绕国家中心任务打击反革命犯

罪，兼顾民事案件的审理”，由于 “法院的政治功能远大于其解决纠纷的功能”，② 所以在这个阶

段，中国法院的国家治理功能很弱，更遑论国际治理功能，中国法院总体上处于当时国际治理体

系之外，对国际治理持一种质疑与排斥的态度。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随着中国法院的中心

工作开始转向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保驾护航，中国法院解决纠纷的功能开始增强，中国法院的

国家治理功能也随之增强。在解决不断增多的国际纠纷过程中，中国法院开始逐渐参与全球治

理，并不断扩大参与领域、加大参与力度。但在这个阶段，中国法院总体上是将全球治理作为时

代背景，对全球治理总体上处于实际参与而不自知的状态。

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 “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尤其是作为该变革重要平台与抓手的

“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法院的国际纠纷解决功能进一步增强，由此中国法院对全球治理也表现

出积极的建设性和创新性实践，开始有意识地向全球治理者身份转型。“身份……有一种主体间

或体系特征”，③ 鉴于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是一种合作性实践，所以其身份转型离不开国际社

会的承认，这样才能实现中国法院与国际社会在主体间意义上的良性互动。于是，中国法院通过

拓展国际司法交流与宣传，积极向国际社会推介自己，努力让国际社会承认其全球治理者的新身

份。国际社会，尤其是域外法院和国际组织，整体上对中国法院参与全球治理持欢迎态度，通过

与中国法院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国际司法交流合作，以默示的方式对其新身份做了承认。

这一承认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身份的承认与确立是一种极具意义的主体间关系。在哲学

层面上，意味着共同存在和共同进化；在政治层面上，意味着权力与责任的共享；在社会层面

上，意味着相互的平等承认，进而意味着社会共同体的形成”。④ 这些重要意义表明，中国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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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确立全球治理者的身份与国际社会对该身份的承认，二者缺一不可。国际社会的承认度越

高，中国法院作为全球治理者的新身份就越牢固，其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就越具良性，其参与全球

治理也就越具建设性。

中国法院向全球治理者身份的转型，与中国自身作为全球治理者的身份相契合。当下，以

“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战略为主要平台和抓手，中国正日益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富于建设

性的全球治理者。“将自己定位于一个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和谐发展、合作发展的崛起中的世界

性大国，一个给未来世界特别是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机遇与希望的建设性力量，是中国最终能

否在世界上成长为一个现代发达国家的关键所在”。① 中国作为全球治理引领者的目标定位，与

中国的这一国际身份定位完全匹配，而中国法院目前向全球治理者身份的转型，则是其对中国全

球治理者身份的积极配合与推动。

（三）国际法治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② 一方面，中国法院正在形成

的全球治理者的新身份，将使其更重视全球利益，进而将其导向有利于维护全球利益的新的全球

治理实践。事实上，“一个国家采取有利于全球利益的举措，也就同时服务了自身利益”。③ 因

此，中国法院以全球治理者的新身份推动实现全球利益，实际上也是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另一

方面，中国法院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要维护好全球利益，其基本途径是通过司法方式提升全

球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全球治理法律效果和政治、经济、社会等效果的有

机统一，从而达到或接近全球治理的理想化目标——— “全球善治”。全球治理的法治化，也即国

际法治，因此成为 “全球治理在国际规制层面的重要方法和路径”。④

当前，“虽然全球治理的工具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但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法治始终是

最根本的路径”。⑤ 从上文对３８个案件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法院在审理涉外案件过程中，通过
正确解释、运用和发展相关国际法规则，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司法职能和我国的涉外法治水平，进

而通过发挥 “涉外法治在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之间”的 “桥梁纽带、互动融通的作用”，⑥ 提升

了经济领域的国际法治水平。当下，全球治理对国际法治的立法、司法、守法等方面都提出了更

高要求；相应地，国际法治在这些方面也对中国法院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法院不仅要严格遵

守、公正适用国际法，而且也要发展创新国际法。严格遵守国际法可以提高全球治理的效率，公

正适用国际法可以实现全球治理的价值，发展创新国际法则可以优化全球治理体系。⑦ 中国法院

这些推动国际法治的做法，又可以进一步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法治”一词最为核心的含义是 “良法善治”，以良法促善治是社会治理的目标。⑧ 全球治理

也是如此。“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国际法治是国际良法之治，全球治理是以国际良法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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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和保障全球善治。基于此，中国法院严格遵守、公正适用和发展创新的国际法都应是国际良

法，即符合国际法基本原则，顺应国际社会发展规律，反映国际社会共同意志与利益，符合国际

公平正义要求的国际法。但是，国际良法本身不是目的，中国法院之所以遵守、适用和发展国际

良法，归根结底，是为了在审理涉外案件过程中，发挥其规范国际社会行为、调节国际社会关

系、平衡国际社会利益、化解国际社会矛盾、维护国际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作用，最终达到国际善

治的结果。① 只有国际良法才能发挥这些作用，才能实现国际善治；中国法院只有推动国际良法

发展，才能促进全球善治实现。可见，国际良法是全球善治的前提与保障，全球善治是国际良法

的目的与追求，二者相生相伴，不可分离。中国法院可以通过涉外审判实践，促进这种良性互动

关系的实现和发展。

中国法院推动良法善治，将为全球治理添加 “中国司法叙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并指出 “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但决

不照搬外国法治理念和模式”。这就要求，中国的法治建设，既要 “融通中外”，即融通具有当

代价值、世界意义的中外法治文化精髓，又要 “以我为主”，特别是在理念和模式等方面应有中

国自己的特色。

在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国际法治的过程中，中国司法的特色也必然有所体现。宏观上，坚持中

国共产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② 树立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维护公平正义，③

加强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④ 都是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原则与理念。

微观上，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原则、理念，对中国法官的思维会产生重要影响，使其具备 “党性思

维”“大局思维”和 “为民思维”等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⑤ 这些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原

则、理念、思维，必然贯穿于中国法院推进国际法治建设实践的全过程，从而为全球治理融入中

国法律元素和司法特色，并通过国际司法交流让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司法。

六　结语

当前，伴随从全球治理的 “追随者”向 “引领者”华丽转身，⑥ 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为

全球治理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越来越强。与此相契合，中国法院近年

来以 “一带一路”建设为基础实践平台，通过审理大量涉外商事案件和设立国际商事法庭等实

践活动，正日益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整体实践中的一支既重要又独特的力量。中国法院参与全

球治理的能力越强、程度越深、效果越好，其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契合度就越高，就更能推进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行稳致远。

中国法院需要以全球治理者的新身份和全球治理的新视角来审视自身的全球治理实践。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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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中国法院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指导思想和 “平等公正” “合作共赢”与 “开放多

元”等新司法理念，并将其贯彻到涉外案件的审理过程，尤其是贯彻到中国法院提升解决国际

纠纷能力以及加强与国际法互动的全过程。随着这两项核心国际司法职能的提升，中国法院在全

球治理中必将发挥更大作用，与国际法的良性互动将更加活跃，中国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也将更

加平衡。这不仅能够提升中国法院持续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与效果，而且也将提升中国法院在国

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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